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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摘要
    近年來中國崛起對我整體外交工作之推動造成極大之衝擊與挑戰自
不待言，美國國內亦不乏有識之士對中國崛起終將威脅美國之全球戰略
地位及美國國家利益陸續提出示警，然而美國布希政府在期待中國成為

國際社會「負責任之利害關係人」此一外交政策主軸下，對中國崛起並
在國際社會中扮演日益重要角色抱持樂觀其成之態度，在美國各界中對
中國之看法由以往批判疑懼轉為友善接納之人數似亦有增加之趨勢，此
雖係美國基於國際政治現實所做之選擇，然而倘仔細觀察此種態度之轉
變相當程度亦可歸功於中國公共外交策略成功之結果。
    以胡錦濤為首之中國第四代領導人選擇以「和平發展」為外交政策主軸，不尋求正面挑戰現有強權地位，而積極運用柔性權力，以魅力攻勢有效卸除許多國家對「中國威脅」之心防，使中國儘管在剛性權力上遠不及美國此一超級強權，但在世界各國中所獲評價往往反超越美國。
    有見於此，近來已有學者大聲疾呼美國在鞏固其剛性國力優勢之同時，亦應致力提昇其柔性國力，以確保其全球領導地位。而對照台海兩岸在剛性國力之天平中，形勢顯對中國漸趨有利，故在兩岸今後外交戰上，柔性權力當亦為我今後應致力發展與提昇之場域。
1、 目的

此次個人奉派赴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UC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主要係參加該校與我學術合作計畫中之年度大型研討會，同時針對中國目前外交新思維與其推動策略以及美國與台灣應有之作法等議題進行短期研究。

2、 過程

本次奉派赴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短期進修之期間為95年9月26日至10月16日，期間除參加該所依據與我學術合作計畫於9月29日所舉辦之「轉型中之東亞：環太平洋地區之綜合安全」(East Asia in Transition: Comprehensive Security in the Pacific Rim)研討會，及應邀出席該所主辦之「台灣電影節」相關活動外，並赴該校東亞圖書館瞭解其研究資源來源及與我國內相關機關資源合作情形，及參觀我政府所參與捐贈興建中之田長霖中心，另與該校多位教授進行一對一訪談。

(與晤學者名單詳如附件一；研討會辦理情形業由駐舊金山辦事處呈報在案詳如附件二)

3、 心得

(1) 2003年3月以胡錦濤及溫家寶為首之中共第四代領導人正式接棒，相較於以江澤民及朱鎔基為首之第三代領導人，第四代中國領導人在外交政策上有以下若干新思維：

(1) 江澤民時期主張多極化世界觀，志在打破以美國為首之單極化國際體系，並制衡美國之優勢；第四代領導人在深切體認美國全球唯一超強之優勢短期內並無變化之可能，改以「和平發展」為外交政策主軸。不尋求正面挑戰現有強權主導地位。

(2) 中國傳統上偏重雙邊外交關係，而胡錦濤就任以來則積極擁抱多邊主義，使中國在國際參與上進入一個新紀元，而一般認為中國自2003年以後才積極促成六邊會談及首度受邀出席G8峰會皆係此種多邊主義精神之展現。

(3) 不同於江澤民致力形塑中國「反霸權」之國家形象，第四代領導人所力圖在國際上營造者為中國係愛和平，注重國際合作，負責任之國家形象。

(4) 超越意識型態因素，不以此限制爭取交往對象，表現於外交者即外交手腕更為靈活，而外交身段更為柔軟。

(5) 積極運用柔性權力(soft power)，因其為中國之和平發展外交政策提供正當及最佳掩護。

(6) 江澤民時代所要求者係集中一切力量發展經濟，以此提昇中國國際地位；胡錦濤時代經濟發展雖仍為重點，但亦強調以人為本之思想，因此對保護海外僑民較以往重視。

(7) 能源成為發展外交關係之重要優先考量。

(2) 中國近幾年來國際地位快速提昇除反映其整體國力之成長，然而其在柔性權力上之運用發揮更係日漸引起美國學者專家所關注之處，因此種柔性魅力攻勢似乎有效地卸除許多國家對原有「中國威脅」之心防，使「和平發展」之外交政策獲得更寬廣之揮灑空間，而中國在世界各國中所獲評價甚至逐漸超越美國，此雖與全球反美情緒高漲之客觀勢轉變不無關係，但亦有中國本身主觀之條件，試歸納如下：

(1) 目標明確，訊息一致，資源充分整合：無論是「和平崛起」、「和平發展」、「雙贏合作關係」、「互不干涉內政原則」，乃至於「新安全概念」［透過多邊組織共同合作建立互信以確保安全］或「和諧外交」等外交政策政策理念，一旦定調後，此即為中國各級領導菁英積極奉行並齊一口徑對外宣揚，自易獲加乘效果，然此項優勢恐係少數如中國之專制獨裁政權所能享有者。

(2) 慎選對象：中國施展柔性國力魅力攻勢固獲若干已開發國家(如澳洲)之青睬，然較成功之例證仍多為開發中國家，此與其向以第三世界國家代言人及開發中國家利益守護者自許不無關係。而在美國外交策略以往偏重大國，九一一之後轉而策重與美國攜手反恐國家之際，中國置其外交戰略重心於開發中國家，且以高規格接待其政治領袖之手法適與美國形成強烈反差。此外中國刻意選擇與美國關係交惡者，如：委內瑞拉、玻利維亞、或與美國關係出現間隙者，如：南韓、菲律賓等國家適時出手，當亦係其有所斬獲之關鍵。

(3) 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為開發中國家提供另一選項：許多亞洲、非洲、拉丁美洲開發中國家在過去多年嘗試由美國所主導之民主自由市場經濟發展模式卻未能成功，眼見中國所採行之由政府介入漸進開放經濟，然牢牢抓緊政治之模式為中國帶來之經濟榮景，紛紛揚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模式，轉而採行中國式經濟發展模式，使得中國在當地大受歡迎。

(4) 「互不干涉內政原則」策略奏效：中國所提倡之「互不干涉內政原則」不但使其與伊朗及委內瑞拉等獨裁政權建立良好同盟關係；贏得飽受美國經濟制裁之苦國家如緬甸、北韓及古巴之好感；甚至對若干時因人權問題遭受美國批評之新興民主國家，如印度、泰國、巴西及墨西哥亦深具吸引力。
(5) 善用區域及多邊組織：隨著中國經濟及戰略重要性提昇，中國近年來對區域及多邊組織之態度由消極排拒逐漸轉變為積極參與，此舉除有效減少其他國家對中國之疑懼，塑造中國為負責之強權形象，亦使中國得以節制或防範美國或其他區域強權對中國採行圍堵或不利舉動之意圖。時至今日，中國在東協(ASEAN)或東協區域論壇(ARF)所享有之影響力很多時候已超越美國或日本，更遑論由中國一手主導成立之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6) 靈活運用友好合作協等工具：中國過去五年間與其周邊國家、非洲及拉丁美洲國家廣泛簽署雙邊或多邊友好合作協定，其內容儘管多半相當空泛，卻可用以宣示中國不具惡意或威脅性，並可做為雙方日後進一步發展其他更緊密夥伴關係之基石。
(3) 美國所擁有之剛性權力(hard power)目前在全世界仍居領先地位，然而在過去十年間其柔性國力卻呈現下滑之趨勢，此與美國政府在冷戰結束後回應民眾要求減少對外援助及對公眾外交所投注之資源，甚至將美國新聞總署裁併入國務院不無關係。而若干國家對美國長期主導全球事務所累積之不滿，及在發動伊拉克戰爭時所展現之單邊主義精神，更皆係造成美國在全球受歡迎程度大幅下降之重要因素。中國目前在剛性權力方面固然尚非美國之對手，許多軍事外交戰略學者在評估中國國力時往往亦偏重在軍事安全等剛性權力層面，以致低估了中國對美國之威脅性。然而中國現既置重心於發展柔性國力，倘美國未能急起直追，假以時日，雙方形勢消長應可預期，更何況柔性權力亦有可能轉化為剛性權力。面對中國在全球所發動之柔性魅力攻勢，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訪問學者Joshua Kurlanzick在其最近出版的新書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中即曾對美國上提出多項批評與建議：

(1) 加強公眾外交：九一一之事件之慘痛教訓讓美國深切體認到美國在國際社會，特別是回教世界，不受歡迎之程度，也因此美國近兩年已逐漸恢復對公眾外交之重視，並指派深獲布希總統信任之Karen Hughes出任助理國務卿專責指揮，然目前看來，美國對提昇美國在回教世界形象此一特定目標投注過多資源，然此項目標顯非短期內能立竿見影，更高度受限於伊拉克未來之情勢發展。此外，美國在推動公眾外交時缺乏整體明確策略，復未能有具高知名度或備受推崇者主政(如美國前總統柯林頓或前國務卿鮑爾之流)，亦導致其無法獲得外國民眾熱烈回響。而協助美國政府推動公眾外交之重要工具(如美國之音)更須努力維持起如英國國家廣播電台(BBC)般公正客觀立場及聲望，始能贏得他國民眾之信賴並進而影響其想法或該國政策，而公眾外交與國際宣傳最大之分際實亦繫於此。

(2) 改變援外策略：美國長期以來在援外時多要求受援助國須推動政府良治(good governance)，近年來則以反恐為首要策略目標，此雖皆有其良善立意，亦有其長遠之政治考量，然歷史經驗證明此種作法未必有效。故美國所提供之援助必須能切合當地國需要，而非僅滿足援助國之戰略目標，蓋對多數開發中國家而言社會經濟之發展遠較反恐來得重要。
(3) 調整外交制度：為使美國公眾外交能獲積極成效，美國應思索如何才能使美國外交人員與當地領袖及人民有最有良好之互動。而培養外交區域專才或為一可行之途，因如此將可減少外交人員接受不同語言訓練所需耗費之時間精力，亦使外交人員因嫻熟當地政情及語言而能與各界有更廣泛深入之接觸與溝通。
(4) 重視參與多邊組織：美國政府及民眾自九○年代以來對參與聯合國及其他多邊組織支持度日益降低，使國際社會日漸視其為獨斷獨行之單邊主義者，更令人質疑美國是否已揚棄其政治價值中與他國合作之精神，故美國倘欲提昇其柔性國力必須重新積極參與多邊組織，而非僅單憑一己之力，推動美國之利益與價值，如此恐將適得其反。
(5) 合理檢討放寬簽證審核：留學生通常是美國價值與制度向外國傳播之重要媒介與橋樑，而很多留美學生返國後位居要津則成影響該國政策及美國利益之關鍵。然九一一之後美國在反恐考量下所採嚴格簽證審核機制使留美學生人數銳減，並連帶削弱了美國之柔性國力。因此美國有必要對此適時做出合理檢討。
(6) 信守美國價值：美國對待被囚禁在Guantanamo Bay之伊拉克戰俘之行徑對美國形象所造成之傷害既鉅且深，正因為美國為人權之捍衛者之印象早已深植人心。故美國如欲重振其柔性國力，信守所宣揚核心價值如：自由、民主、法治甚為重要。
總之，美國應該對中國如何在世界各地運用其柔性國力有一些更全盤性掌握與瞭解，正如美國在冷戰時期對蘇聯之策略一般。同時在鼓勵中國成為負責任之利害關係人之時亦應強化本身之柔性國力，否則中國在全球積極發動柔性魅力攻勢之結果將會對美國造成日益嚴重之威脅。

(4) 中國在與美國之競賽中因衡量雙方在剛性權力上之差距懸殊，而選擇了在柔性權力戰場與美國開戰。而對照台海兩岸今日在剛性權力之天平中，形勢顯然對中國較為有利，故在兩岸今後外交戰上，柔性權力當亦為我今後應致力發展與提昇之場域。

即便在柔性國力上，儘管我仍在高科技領域有所領先，然我過去所享有之經濟絕對優勢已不復見。在文化與語言方面，我所保留之正體字與豐富文化資產雖傳承了部分中華文化之精華，但在中文教學上，有鑒於中國未來五年內將在全球各地廣設一百所以上孔子學院，並為許多較為貧窮之東南亞國家提供中文師資及到大陸就學之獎學金，勢將使我在全球中文教學領域所佔有之地位大幅受到限縮。

然而社會與政治價值觀方面，台灣在國際人道救援上所展現之實力及我所具之自由、民主、人權等政治價值觀當皆為我與中國競賽之強項。以前者觀之，我政府雖向致力與參與國際人道救援，然因國際政治因素，此項努力往往無法廣為國際社會所瞭解。惟台灣民間所擁有之國際人道救援方面之資源與經驗有時不亞於政府，我政府應製播錄影帶，並爭取在國外重要公共電視台播放，將台灣之愛心廣為散播，如此對提昇我國之國家形象及柔性權力當有正面助益。就後者而言，台灣未來所應致力者除本身之民主鞏固與深化之外，如何與美國政府，特別是民間組織合作共同推動中國大陸民主化亦為我當前須積極努力方向之一。儘管有多位受訪之美國學者開始主張，以中國之社會規模觀之，一味以傳統西方民主化模式套用於中國恐未必適合，中國未來民主化產物亦將為所謂具有中國特色之民主，但渠等仍一致同意民主化是中國未來必定要走之道路，而台灣則是民主在華人社會成功之首例，故我更應該藉由此議題凸顯我之地位與價值。

4、 建議事項

(1) 個人本次赴美短期進修期間深切體認，中國研究目前在美國大專院校已學顯學，以柏克萊加大為例，該校東亞研究所本已中國研究中心，該中心頗為活躍，每月皆舉辦1至2次小型研討會，涵蓋各類議題。該所並兼任由全美十五所知名大學聯合設立之「校際中文研究計畫」(Inter-University Program for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IUP)之行政中心，每年負責遴選約五十名左右學生赴北京清華大學研習中文。另該校於上年增設中國研究計畫(Berkeley China Initiative)，由熟悉中國及兩岸事務之Thomas Gold教授主持，以整合各界資源與力量，挹注對中國問題之研究經費。因此如何妥善運用我與各校之合作計畫，使各國在專注對中國研究熱潮之同時，亦不偏廢對台灣之研究，恐為我今後亟待努力之重點。我更應進一步思考，如何透過各校對中國問題研究之熱潮與我有關之議題納入討論。

(2) 我學術合作案之實際執行者對全案執行成效居關鍵地位，故我日後在推動學術合作案時除應考量該校整體學術地位外，更應將執行者對兩岸事務之嫻熟度納入考量，否則在計畫執行中恐有失焦之虞，或淪為純學術討論或為人作嫁。

(3) 爭取留學生向為各國在推動公眾外交時重要工具之一，而若干國家更有計畫主導留學生之國別以充分配合其外交目，以中國為例，在睦鄰外交政策掛帥之下，來自其亞洲重要鄰國及美國重要盟邦南韓之留學生即佔北大外籍學生四分之一以上。在我積極推動公眾外交之同時，如何善用台灣獎學金等既有機制，並有效整合國內各大專院校及智庫所提供之研究及進修機會爭取外國留學生至台灣就學深造或學習語文實為我目前應努力之方向。
(4) 個人上年亦曾在柏克萊加大「台灣電影節」中觀賞到多部由新聞局每年提供一千萬新台幣補助拍攝十部國片中之作品，儘管並無大卡司，內容亦有一定水準，然而其中所傳達代表台灣之社會文化價值卻相當貧乏，喪失了為台灣進行文化外交之地位，殊為可惜。文化向被視為一國柔性國力重要來源之一，電影文化更係其中自然生動之一環。然而目前我國片市場非常貧瘠，政府積極鼓勵拍攝國片立意良善，惜未能藉此發揮更大效用。反觀在全球各地深受歡迎之韓劇大長今，其中所展現出韓國社會文化之精緻層面卻令許多人印象深刻，更對韓國柔性國力提昇具有加分效果，而其幕後之重要推手實係補助拍攝經費之政府相關部門。在中國今日不遺餘力在全輸出文化之際，我們也應該台灣有限的資源發揮最大作用。                
附件一

Dr. Robert Scalapino, Emeritus Professor

Dr. T.J. Pempel,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East Asia Studies

Dr. Wen-hsin Yeh, 歷史系教授、東亞研究所2008年新任所長

Dr. Thomas Gold, Executive Director, Inter-University Program for Chinese Language

Dr. Kevin O’Brien, Chair of th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Dr. Steven Weber,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Dr. Suzanne Rya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Dr. Peter Zhou, Director of East Asia Library

Mr. Martin Backstrom, Assistant Director of the East Asia Studies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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